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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　从纯学术的 “考据之学” 走向注重致用的 “经世之学” , 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

性的学术转向。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,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

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。 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(程朱理学 ) 也再度高涨起来 , 一部分

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, 积极地以 “经世之学” 济理学 “外王” 之穷 , 形成理学经世派。而

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,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

的风景线。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,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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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乾隆六十年 ( 1795) ,湘黔苗民和川陕白莲教大起义的爆

发 , 给 “承平六十年” 的 “乾隆盛世” 划上了一个惨淡的句

号 , 清朝的历史由此滑向嘉、 道以降的 “衰乱之世” , 内忧外

患接踵而至。 政事如河、 如漕、 如盐 , 以及吏治、 财赋、 戎

政 , 无不积弊丛生 ; 而白莲教、 天理教起事于中原腹地 , 张

格尔变乱于西北边陲 , 英吉利凭陵于东南沿海。伴随着世运

的潜移 , 学术思潮也发生着剧变。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

的考据之风逐渐衰落 ,沉寂达百年之久的经世致用学风再度

昂扬起来 , 并蔚然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。潜心考据

的汉学家开始关注风俗人心 ,颂法程朱的理学家也讲起经济

事功 , 并出现了善于用危言耸动舆论的今文经学派。对于嘉

道之际学术转向的原因 ,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倍受关注 , 且多

有发明①。 但对于嘉道之际学术转向的具体过程 , 却不够重

视 , 缺少深入的研究。因此 , 本文试图通过对嘉道之际的三

种主要学术即 “汉学”、 “宋学”、 “今文经学” 的变迁过程的

具体考察 , 来观照整个嘉道学术由考据转向经世的总趋势。

一、 “汉学” 的衰落与蜕变

所谓 “汉学” ,是指 “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 , 及用汉儒注

书条例以治群书”②。此种学风兴起于清初 , 流行于乾、 嘉二

朝 , 尤以乾隆中期为其鼎盛期。所以 , “汉学” 又往往被称为

“乾嘉汉学” 或 “乾嘉学派”。乾嘉汉学按其流派主要可分为

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。 吴派好博尊

闻 , 崇奉汉儒 ; 皖派则重精审 , 贵创造 , “实事求是 , 不偏一

家”③。两派风格虽不尽一致 , 但 “说经皆主实证 , 不空谈义

理”④。其总体性学风都是 “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 , 由训诂以

求义理”⑤。 当时学者皆以此种学风相矜尚 , 以致 “家家许、

郑 , 人人贾、 马”⑥ , 考据之风充满国中 , 学术界遂成一 “汉

学专制”之局。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 ,“但当正文字、辨音读、

释训诂、 通传注 , 则义理自现 , 道在其中矣”⑦。

客观地说 , 汉学家 “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 , 由训诂以求

义理” 的治学方法确有一定的科学性 , 但说 “非有义理出乎

训诂之外者也”⑧ ,就过分夸大了训诂的作用 ,其片面性显而

易见。正如颜元所说: “书之文字固载道 , 但文字不是道 ; 犹

车载人 ,车且是人?”汉学家的最大失误就在于过分夸大了文

字与义理的关系 ,将训诂、考证看成是探求义理的唯一路径 ,

而忽视了 “义理有时实在语言文字之外”⑨。因此 , 他们往往

抱小遗大 , 流于琐碎。汉学家们本来的目的是想 “灼然知古

今治乱之源”10 ,所以汉学的学术内容 ,在吴派固然重在追寻

三代制度 , 而皖派更是犹精于 “三礼” 的考证。然而除极个

别杰出者外 , 绝大多数汉学家一生都疲精瘁神于文字 , 繁称

杂引 ,沉溺于考据之中而不得所归。一字聚讼 ,动辄数千言 ,

以致 “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 , 无一念及于用”11。因此 , 早

在乾隆中后期汉学正炙手可热之时 ,一些有识见的学者就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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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学流弊提出了批评。如纪昀在 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 中指

出 , 汉学家的考证论辩虽然 “徵实不诬” , 但往往在 “嗜博”

中 “失之拘执”12 , “一字音训动辩数百言” , 恰似 “散钱满

屋” , “未及排贯”13。因此 , 主张兼采汉、 宋 , 以救正其弊端。

而戴震、 汪中、 章学诚更是出身于汉学又超越汉学 , 以自己

的学术主张和学术实践开一代学术新风。

戴震既是清代汉学的一代宗师 ,同时也是致力于从考据

中开出义理以明道救世的先驱。一方面 ,戴震继承和发展了

顾炎武的 “读经自考文始 , 考文自知音始” 的朴实学风 , 在

文字、 音韵、 考证、 训诂及校勘诸方面成就卓然。另一方面 ,

戴震又 “不随时俗” , 株守于博雅考订、 训诂名物一途 , 而是

高扬顾炎武 “明道救世” 的旗帜 , 一生 “志存闻道”。 他以

“字义疏证” 的形式 , 对高踞庙堂的程朱理学 “以理杀人” 的

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鞭挞 , 全面阐发和论证了

“欲出于性”、 “理存乎欲” 的新义理观 , 提出了 “体民之情 ,

遂民之欲”14的王道政治主张。

汪中一生致力于 “用世之学” , 而耻为无用之学。 “于古

今制度沿革 , 民生利弊之事 ,皆博问而切究之。”15在治学中 ,

汪中不斤斤于字训句考 , 而重在 “推六经之旨以合于世

用”16 , 对社会现实表示强烈的关心。 他考证 《周礼》 , 是因

为 “婚姻之道可以观政”17 ; 他研治墨学 , 是因为墨学能够

“救衰世之弊”18。他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表现了

极大的同情 , 因此对治水、 修桥、 农桑 、 商税等有益于民生

的学问都很重视。而正是基于对民生的关注 , 汪中主张建立

各种社会赈济机构 , 如贞苦堂、 孤儿社、 养济院、 育婴堂等 ,

来 “恤老慈幼 , 以周万民艰扼”19。这种以民生为学问之本的

思想 , 充分体现了他的经世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。

主张学术经世 , 是章学诚的为学宗旨。他认为如果学问

不用于经世 , 文章不用于明道 , 则学问、 文章根本就没有必

要存在。章学诚之所以强调学术必须经世 ,是因为在他看来 ,

学术乃政教所系 , 学术坏而政教必衰 , 而能够匡正人心、 持

世救偏的也唯有学术。他说: “学业所以经世也……学业者 ,

所以开风气也。风气未开 , 学业有以开之 ; 风气既弊 , 学业

有以挽之。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 , 犹羲和、 保章之法不

能经久而无差也。因其弊而施补救 ,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

改也。”20因此 , 章学诚一生以匡正学术为己任 , 希望通过挽

救当时的学术偏弊 , 来扭转当时吏治腐败、 人心乖离的社会

风气。在其代表作 《文史通义》中 , 章学诚 “逆于时趋” , 对

当时 “擘绩补苴” 的汉学和 “空谈性理” 的宋学都进行了深

刻批评 ,提出了 “六经皆史” 和 “因史明道” 的著名命题 , 试

图重新高扬浙东学派的经世学风。

上述诸学者的思想潜动和学术主张 ,虽然在当时备受冷

落 , 但实开嘉道之际学术转向之先河。乾隆末年以后 , 清王

朝由盛转衰 , “太平盛世”已成明日黄花 ,整个社会呈现出政

治腐败、 经济衰敝、 社会动荡的乱世景象 , 学者们再也不可

能 “镇日书帏校勘劳” 了 , 汉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

和物质基础已不复存在。而同时 ,在空前的社会变动面前 ,为

考据而考据的乾嘉汉学显得苍白无力 , 其 “烦琐碎裂”、 “不

适于用” 的流弊暴露无遗。于是 , “士大夫多喜言文术政治 ,

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”21。在此一形势下 ,汉学内部也发生

着种种蜕变 , 呈现出内部更新的趋向。

其一 , 从考古转向通今。一些汉学家一改过去与现实社

会政治的疏离 , 积极地关注、 研究、 参与时政。这里有两种

倾向: 一种是回到西汉今文经学 , 寻求微言大义 , 从而援经

议政 ,以经术为治术。我们将在第三节专门讨论此一倾向 ,这

里暂且不论。另一种是直接参与现实政治 ,研究现实问题。此

一倾向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洪亮吉身上。洪亮吉为乾嘉时期的

著名学者 , “其词章考据 , 著于一时 , 尤精研舆地”22。然而 ,

洪亮吉又与一般汉学家有所不同 , 于考证经史之外 , 对当世

之务甚为关注。 对当时十分严重的人口问题作了深入地研

究 , 并提出了自己的治平对策。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吏治

的黑暗 , 他无所顾忌 , 大胆地予以揭露和抨击 , 充满了社会

批判精神。嘉庆元年 , 白莲教起义烽火连天 , 洪亮吉上 《平

邪教疏》 , “指陈规画 ,慷慨千余言”23。嘉庆四年 , 乾隆驾崩 ,

嘉庆亲政 ,洪亮吉又大胆上书 ,直言进谏 ,指斥朝廷弊政 ,罗

列内外官员罔上负国者 40余人 ,责备嘉庆受 “群小荧惑 ,视

朝稍宴” , 希望嘉庆改弦更张 , 亲贤任能 , 励精图治 , “一新

天下耳目”24。因其言词过于急切 , 引起嘉庆的盛怒 , 一时几

遭杀身之祸。当时 , 值康、 雍、 乾大兴文字狱之后 , 士大夫

相率钳口结舌 ,不敢稍议时政。洪亮吉不仅大胆地议论朝政 ,

而且公然批评当朝天子 , 这种勇气确非一般士大夫所能及 ,

于当时士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。

其二 , 从考据回归义理。一些汉学家对当时盛行的为考

据而考据的学风深为不满 , 主张以训诂求义理。根据所求义

理的不同 , 也存在两种倾向: 一是继承戴震的思想 , 致力于

新义理观的疏证 , 其代表为焦循 ; 二是继承纪昀的思想 , 主

张汉、 宋兼采 , 调和汉、 宋 , 其代表为阮元。焦循虽属于汉

学家营垒 , 但却对拘守汉儒传注、 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十分

不满 , 认为 “考据之名 , 不可不除”25。 他批评道: “近之学

者 , 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 , 群起而趋之。所据者汉儒 , 而汉

儒中所据者又惟许、 郑。执一害道 , 莫此为甚。专执两君之

言以废众家 , 或比许、 郑而同之 , 自擅为考据之学 , 吾深恶

之。”26因此 , 主张融会众说 , 以纠正当时学术界据守一隅的

积习。焦循虽非戴震的及门弟子 , 却深得戴学精神。他最佩

服戴震的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一书 , 认为这本书最能代表戴震

的 “生平所得”27。 曾作 《申戴篇》 , 以发明戴学义旨 , 一生

治学 , 以戴震为楷模 , 致力于新义理观的疏证。 其代表作

《孟子正义》 ,即是在戴震 《孟子字义疏证》的基础上著成的。

阮元曾创办学海堂、 汇刻 《皇清经解》 , 有汉学 “护法”

之美誉。 针对汉学界株守考据的流弊和学术界对汉学的非

难 ,阮元强调以训诂求义理的必要性。他说: “圣人之道譬若

宫墙 , 文字训诂其门径也。门径苟误 , 跬步皆歧 , 安能升堂

入室乎? 学人求道太高 , 卑视章句 , 譬犹天际之翔 , 出于丰

屋之上 , 高则高矣 , 户奥之间未实窥也。或者但求名物 , 不

论圣道 , 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 , 无复知有堂室矣。”28既

反对摒弃训诂、 直求义理的倾向 , 也反对 “但求名物 , 不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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圣道” 的倾向 , 主张 “崇宋学之性道 , 而以汉儒经义实之”29。

明道的目的是为了经世 ,因此无论是焦循还是阮元 ,都

十分强调学以致用。焦循认为 ,“习先圣之学”是为了“立正身

经世之法” ,学而不用“非圣学也”30。阮元则非常推崇顾炎武

的 “博学于文”而又“留心于经世之务”的学风 ,主张把 “稽古

之学”与 “政事之学”结合起来 ,以达到 “鉴古以资治”的目

的31。 这种把问学与致用相结合的思想 ,既是对乾嘉汉学为

考据而考据、重学不重用流弊的批判和矫正 ,也是对清初顾

炎武“经世致用”和颜元“习行”思想的恢复和发扬。

其三 , 从治经过渡到治史。汉学的学术内容本以经学为

中心 , 史学仅为经学附庸。因此 , “自惠、 戴之学盛行于世 ,

天下学者但治古经 ,略涉三史 ,三史以下 ,则茫然而不知”32。

18世纪中叶以后 ,王鸣盛、钱大昕 、赵翼等将起初在经典考

证中运用的方法推广于史学研究之中 ,他们的努力成功地恢

复了史学的声望和地位 , 把众多学者吸引到史学领域。史学

地位在学术界迅速上升 ,与经学几乎分庭抗礼。经学为体、史

学为用的界限受到质疑。如王鸣盛认为 , 经与史 “二者虽有

小异 , 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”33。钱大昕则进一步提

出了 “经史非二学” 的命题 , 将经学与史学同等对待34。 而

正是在此基础上 , 章学诚提出了他的 “六经皆史” 说 , 从而

最终把六经变成了史学研究的对象。虽然当时一般史家都以

考据治史 , 集精力于博考古史 ,但是史学较之经学更能切近

人事。所以 , 尽管王鸣盛、 钱大昕、 赵翼等人一再宣称治史

者 “不必横生意见、 驰骋议论”35 , 但在他们自己的史学著作

中 , “驰骋议论”、 借古喻今之处却时有所见。尤其是赵翼的

《廿二史答刂记》 , 力图超越狭隘的史学考证 , 举凡 “古今风会

之递变 ,政事之屡更 ,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”36 ,皆著于编。

所以 , 钱大昕推崇 《廿二史答刂记》 为 “儒者有体有用之学 ,

可坐而言 , 可起而行”37。 赵翼自题记诗云: “一事无成两鬓

霜 ,聊凭阅史遣年光 ,敢从棋谱论新局 ,略仿医经载古方。”38

由此可见他的一片用世之心。嘉道之际 ,内忧外患接踵而至 ,

“士大夫懔于商羊石燕之警 ,惧有梁倾压侨之祸。于是自陇亩

以至庙堂 , 相与讨论朝章国故 , 古今利病 , 边陲离合 , 绝域

政教。 而史学兴焉。 而经世之音振焉。”39

上述动向表明汉学在嘉道之际已发生了某些质变 ,此时

汉学虽然仍是十分重要的学术派别 ,但学者们对汉学脱离现

实、 脱离政治的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态度已日渐不满 , 对经

世主张和经世实学日趋重视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, 一批终生

埋首考据的学者已认识到乾嘉汉学这种学术路径于世无甚

裨益的弊端。 如段玉裁晚年 , 慨叹自己一生 “喜言训故考

核” , 是 “寻其枝叶 ,略其本根” , 最终落得个 “老大无成 , 退

悔已晚”40。 他在去世前不久读到外孙龚自珍纵论天下利病

的经世雄文 《明良论》时 , 大加赞赏: “四论皆古方也 , 而中

今病 , 岂必别制一新方哉? 耄矣 , 犹见此才而死 , 吾不恨

矣。”41一代考据大师的慨叹和赞赏 , 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

时学术转向的大势。

二、 “宋学” 的复兴和 “汉宋之争”

这里所说的“宋学” ,主要是指程朱理学。清朝沿袭明制 ,

崇程、 朱为正统 , 科举考试 “一宗朱子” , 因此在有清一代宋

学一直高踞庙堂。然而 ,经过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的批判之后 ,

知识界已很难再建立起对理学的虔诚信念。 “其沾沾而谈程

朱者 , 不为势利之徒 , 即为陋儒”42。章太炎在清末总结清代

学术史 ,已指出 “清世理学之言 , 竭而无余华”43。乾隆以后 ,

汉学渐盛 , “治宋学者已 ”44。 宋学仅仅成为士子们科举入

仕的敲门砖 , 一旦成功即弃之而转治它学。据昭木连 《啸亭杂

录》记载: “自于、 和当权后 , 朝士习为奔竞 , 弃置正道。黠

者诟詈正人 , 以文己过。迂者株守考订 , 訾议宋儒。遂将濂、

洛、 关、 闽之书束之高阁 , 无读之者。余尝购求薛文清 《读

书记》及胡居仁 《居业录》诸书于书坊中 , 贾者云: `近二十

余年坊中久不储此种书 ,恐其无人市易 ,徒伤赀本耳! ’ ”45连

一些宋学家如王白田、李穆堂等人也深受汉学考据风气的影

响 , 以考证来讲义理。但随着清王朝的由盛转衰和汉学流弊

的充分暴露 , 宋学又逐渐活跃起来。姚鼐、 方东树、 李元春、

潘德舆、 管同、 唐鉴、 倭仁、 夏炯、 李棠阶、 吴廷栋等人 , 重

整程朱理学的旗鼓 , 对汉学施以最猛烈的攻击。他们从儒家

的德治主义传统出发 , 把清王朝衰败的根本症结归因为 “道

德废 ,人心坏 ,风俗漓” ,认为排斥程朱理学的乾嘉汉学应对

此负责。如潘德舆说: “夫程朱二子学圣人而思得其全体 ,所

谓德行、 言语、 政事、 文学 , 殆无一不取而效之。……今人

不满之者 , 每能确指其解经不尽吻合圣人 , 制度名物往往疏

而不核 , 诚不为无见。不知此特二子之文学有所不备 , 而其

德行、 言语、 政事荦荦大者 , 固孔孟以后必不可无之。……

而七八十年来 , 学者宗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 , 转视二子

不足道 , 无怪乎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僻而不自知也。”46因

此 , 在他们看来 , “欲救人事恃人才 , 欲救人才恃人心 , 欲救

人心则必恃学术”47。 所谓 “恃学术” , 就是依靠程朱理学来

维护纲常礼教 , 规范社会 , 匡正人心。

早在乾隆年间 ,“桐城派”的奠基人姚鼐即对乾嘉学派的

纯考据学风十分不满 , 主张 “因文见道” ,以孔、 孟、 韩、 欧、

程、 朱之道统自任 , 与汉学相抗衡。他继承发展了其乡先辈

方苞的 “义法” 说 , 提出了义理、 考据、 词章三者合一的理

论。他说: “余尝论学问之事 , 有三端焉。曰义理也 , 考据也 ,

词章也。是三者 , 苟善用之 ,则皆足以相济 , 苟不善用之 ,则

或至于相害。今夫博学强识 ,而善言德行者 ,固文之贵也。寡

闻而浅识者 , 固文之陋也。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 , 其辞芜

杂 , 俚近语录而不文。为考证之过者 , 至繁碎缴绕 , 而语不

可了当。以为文之至美 , 而反以为病者 , 何哉? 其故由于自

喜之太过 ,而智昧于所当择也。夫天之生才 ,虽美不能无偏 ,

故以能兼长者为贵。”48既肯定了以义理为核心的宋学 , 又吸

收了以考据见长的汉学 , 而又批评了 “言义理之过者” 和

“为考证之过者” 所造成的芜杂、 繁碎等弊病 , 主张义理、 考

据、 词章三者不可偏废 , “必义理为质 , 而后文有所附 , 考据

有所归”49。 姚鼐的主张在嘉道之际得到广泛地信守奉行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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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学者多归向桐城 , 号桐城派”50。其成就卓著者主要有安徽

的方东树、 姚莹、 刘开、 戴均衡 , 江苏的管同、 梅曾亮、 吴

德旋 , 江西的吴嘉宾 , 广西的朱琦、 龙启瑞 , 湖南的曾国藩、

孙鼎臣、 吴敏树、 郭嵩焘等人。其中 , 方东树、 姚莹 (一说

刘开 )、 管同、梅曾亮号称姚门四大弟子 , 名重一时。桐城派

的崛起 , 对于嘉道之际宋学的复兴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

用。 这种作用在方东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方东树青年时代即师事姚鼐 ,专攻古文 , 成为姚门著名

弟子。中年后改治学术 , 以朱子为宗 , 强调重新确立程朱理

学在学术界的独尊地位 , 反对所有程朱理学的对立派 , 尤其

对汉学的抨击不遗余力。道光初年 , 他写成 《汉学商兑》 一

书 , 全面、系统、尖刻地批判了汉学 ,极力推崇程朱理学。他

说: “汉学诸人 ,言言有据 ,字字有考 ,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

诂形声。传注驳杂 , 援据群籍 , 证佐数百千条 , 反之身己心

行 , 推之民人家国 , 了无益处 , 徒使人狂惑失守 , 不得所用。

然则虽实事求是 , 而乃虚之至者也。”51慨叹汉学的兴起 , 败

坏了一世学风。 他甚至认为 , 汉学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胜过

“杨墨佛老”、 “洪水猛兽”: “今汉学家首以言理为厉禁 ,是率

天下而从于昏也。拔本塞源 , 邪说横行 , 较之杨墨佛老而更

陋 , 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。何者? 洪水猛兽害人 , 此害专及

学士大夫 , 学士大夫之学术昧 , 则生心发事害政 , 而野人无

噍类矣。”52他从捍卫程朱理学的立场出发 , 对汉学作了系统

的批判。所论虽然充满了门户之见 ,但旗帜鲜明 ,言词犀利 ,

颇能切中汉学流弊 , 如一缕清风 ,给那些长期困扰于汉学的

士子打开了一扇思想的天窗。因此 , 《汉学商兑》的刊行在当

时学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,它改变了以往宋学在汉宋对峙中

处于守势的地位 , 使汉宋之争出现了新的变化 , 成为宋学复

兴的一个重要标识。不仅如此 ,方东树的主张还影响到桐城

派后来的发展路向。在他之后 ,众多桐城派古文家皆潜心于

性理之学 , 使桐城派的理学色彩更加浓厚 ,成为嘉道之际宋

学复兴的一支骨干力量。

除桐城派外 ,湖湘学派也对宋学的复兴起了重要的推动

作用。湖南自南宋张木式、 朱熹讲学岳麓 ,即便播下了理学的

种子 ,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重视义理之学的传统。乾隆年间 ,

“汉学风靡一时 ,而湖湘学子大都专己守残 ,与湖外风气若不

相涉”53 , 形成独特的湖湘学派。嘉道之际 , 湖湘学派成为宋

学复兴的一大重镇 ,涌现出了像唐鉴这样的有全国性影响的

理学大家。

唐鉴治学宗主程朱 , 潜研性道 , 笃敬力行 , 一时推为醇

儒。累官至布政使 , 致仕后主讲金陵书院 , 以著述讲学有名

于时。在他由布政使内召为太常寺卿时 ,许多达官名流如倭

仁、 吴廷栋、 何桂珍、 窦土序、 曾国藩等都从其考德问业 , 声

誉颇隆。唐鉴辨学甚严 ,对陆王心学、汉学都持反对态度。道

光二十五年 , 著成 《国朝学案小识》 一书 , 分为 “传道学

案”、 “翼道学案”、 “守道学案”、 “经学学案”、 “心宗学案” 五

大部类 , 用程朱理学的观点总结清代学术史 , 提出了一个以

陆陇其等四人为正宗的清代学术谱系 , 极力维护程朱道统 ;

批评陆王心学是 “障于内”的空谈之学 , 汉学是 “蔽于外” 的

守残之学 , 认为正是这些 “讠皮辞邪说” 的泛滥导致了空前严

重的社会危机 ,所谓 “学术非则人心异 ,人心异则世道漓 ,世

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讠皮辞邪说之中

也”54。 在他看来 , 能够挽救统治危机的 , 惟有 “格致诚正”

的程朱理学。其卫道面目跃然纸上。梁启超曾批评该书 “主

观太重” , “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”55。这一评价从反面说

明了唐鉴此书在嘉道之际宋学复兴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。

嘉道之际宋学的复兴 , 与宋明时期不同 , 其重点不在对

性理义蕴的阐发 ,而是着重强调程朱理学的经世功用。因此 ,

宋学的复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

总趋势。然而 ,把当时的社会危机简单地归约为道德的危机 ,

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皮相之论 ,宋学家们的一些经世主张看

似高明之至 , 但一涉政务 , 便空疏之极。因为理学式的自我

道德修养和道德重建丝毫改变不了当时所面临的总体性制

度危机 , 而 “以忠信为甲胄 , 以礼义为干橹” (倭仁语 )更不

可能在对外战争中 “折冲樽俎”、 “制敌之胜”56。嘉道之际的

一批治世能臣 , 如严如熠、 陶澍、 贺长龄、 林则徐等 , 他们

在实际的经世实践中敏锐地感觉到程朱理学在经世实务方

面存在严重的不足 , 因此他们在强调以 “义理” 修身养性的

同时 , 又非常重视外在事功 , 积极讲习经世致用之学 , 主动

地以经世实学济宋学 “外王” 之不足。他们在当时学术界所

起的作用和影响 , 是非常巨大的。尤其是贺长龄 , 他延聘魏

源至幕府 ,同辑 《皇朝经世文编》 ,集清代前中期经世实学之

大成 , 以供有志经世者取资借鉴。在当时考据学风仍风靡于

世的情况下编辑并刊行此书 , 显然具有别树一帜的意义 , 于

当时的学风转变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。据晚清汉

学大师俞樾说: 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刊行后 , “数十年风行海内 ,

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 ,几乎家有其书”57。而在他

们稍后的曾国藩 ,更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

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。他在强调 “义理” 的同时 , 又肯

定了 “经济” (经世济民 ) 的重要性 , 在姚鼐 “义理、 考据、

词章” 三学并举观点的基础上 , 提出了 “义理、 考据、 词章、

经济” 四学并举的观点 , 创立了 “合汉宋、 兼虚实” 的经世

“礼学”。 这是宋学走向经世实学的路径。

三、 “今文经学” 的异军突起

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同为传习儒家经典的学派 ,大体上

说 ,今文经学侧重于探索经学的“微言大义” ,每每援经议政 ,

故 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”58 ; 古文经学则侧重于名物训

诂 , 分析经典文义 , 学风比较朴实59。 乾嘉汉学尊崇的实际

上是后起的古文经学 ,今文经学则自东汉末年以后既长期湮

灭不彰。在嘉道之际 , 今文经学异军突起 , “翻腾一度”。刘

逢禄揭橥于前 , 龚自珍、 魏源光大于后 , 予晚清思想学术以

极大影响。

　　在清代 ,首先重新开启今文经学门径的 ,是乾隆年间的

庄存与。 庄存与治经不拘汉、宋门户 ,不为烦琐笺注之学 ,重

在发挥“微言大义”。其学术风格既和宋元以来所讲的义理之

学不同 ,也与当时精研训诂形声的吴、皖两派迥然有别 ,“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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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隆诸儒中 ,实别为一派”60。庄存与毕竟只是个开风气的先

导者 ,虽重“微言” ,但体例尚不严密 ,其学也不大行于时 ,“通

其学者 ,门人邵学士孔检讨及子孙数人而已”61。 邵晋涵不以

今文经学名家 ,而孔广森虽讲公羊 ,但所得不深 ,未能脱离汉

学羁绊而自名其学。 直到刘逢禄 ,今文经学才卓然成家。

刘逢禄是庄存与的外孙 ,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危机四伏的

嘉道时期 ,为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方案 , “一意志学 ,洞明经

术 , 穷极义理” , “孜孜从事公羊家言”62 , 发扬了外家庄氏之

学。刘逢禄鲜明地揭起今文经学的旗帜 ,认为 《春秋》 “垂法

万世” , 能 “救万世之乱” ,为 “五经之管匙”63 , 而 《春秋》三

传中能够 “知类通达 , 显微阐幽” 的只有 《公羊传》。所以 ,

他重理了 《公羊传》 —胡毋生、 董仲舒—何休前后相承的今

文经学的统绪 , 以与古文学派相抗衡。其中 , 对汉代今文经

学家何休的公羊学尤为推崇 , 盛赞何休 “传经之功 , 时罕其

匹”64。刘逢禄还自觉地以继承从董仲舒、何休至庄存与的公

羊学统绪自任 , 撰写了 《公羊何氏释例》、 《公羊何氏解诂

笺》 等书 , “凡何氏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, 如 `张三世’ 、

`通三统’ 、 `绌周王鲁’ 、 `受命改制’ 诸义 , 次第发明”65 , 并

对以公羊变易学说 “经世” 的宗旨反复致意 , 抨击古文经学

“详训诂而略微言”。刘逢禄著述很多 , 于各经都有撰述 ; 所

撰各书 , “条理精密” , “不欲苟为恢诡” , 有例证 ,有判断 , 连

最厌恶今文经学的章太炎也赞赏刘逢禄 “辞义温厚 , 能使览

者说绎”66。清代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 ,对儒家诸经传才有了

比较全面地阐述 , 也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。因此 , 刘逢禄可

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者。刘逢禄所阐发的“春秋义法”和

“通经致用”的学风 ,在嘉道之际吸引了一大批厌弃训诂形声

而有志于经世致用的敏感士子 ,他们开始把眼光从故纸堆转

向活生生的、 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现实 ,使今文学派大张其

军 , 并成为 “一代学术转捩之枢”67。由于庄存与和刘逢禄都

是常州人 ,所以此一学派又被称为 “常州学派”。不过刘逢禄

仍有相当浓厚的经生气 , 过分拘泥于家法师说。他在发掘今

文经学注重经世、 强调变易的优良传统的同时 , 也承继了今

文经学的许多糟粕 , 如相信汉儒的 “天人感应” 之说、 主张

以 《春秋》 决狱等。

在刘逢禄之后 , 把今文经学大大向前推进的 , 是刘逢禄

的两位弟子龚自珍和魏源。“龚、魏之时 ,清政既渐陵夷衰微

矣。举国方沉酣太平 ,而彼辈若不胜忧危 ,恒相与指天画地 ,

规天下大计。”68他们继承发展了刘逢禄 “通经致用” 的活泼

学风 ,既鄙弃一味训诂形声的汉学 ,也藐视空谈心性的宋学 ,

“以经术作政论” , 在今文经学的大纛下开学人议政之风 , 倡

变法之议 , 引导一代学子走向经世实学。

龚自珍虽然早在 12岁就从外祖父段玉裁学许氏说文部

目图解 , 奠定了 “以经说字 , 以字说经” 的考据基础 , 但少

有大志的他却不屑做一 文字的无用腐儒。目睹当时社会

的各种腐败现象和深重的社会危机 , 龚自珍敏锐地预感到

“乱亦竟不远矣”69 , 因此 “慨然有经世之意”。二十四五岁即

写成 《明良论》、 《乙丙之际箸议》、 《平均篇》等经世雄文 , 大

胆地宣告清王朝已到了 “日之将夕 , 悲风骤至” 的 “衰世” ,

倡言 “更法”。他向统治者建言: “一祖之法无不敝 , 千夫之

议无不靡 , 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 , 孰若自改革?”70 “仿古法

以行之 , 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。矫之而不为过 , 且无病 , 奈

之何不思更法? 琐琐焉 , 屑屑焉 , 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阝多

也。”71龚自珍的 “更法” 之议 , 深契于今文经学 “三统”、

“三世” 的损益因革之义。嘉庆二十四年 , 龚自珍参加会试 ,

落第后留京从刘逢禄 “问公羊家言” ,明西汉微言大义之学 ,

这是龚自珍走向今文经学的转折点。从此 , 龚自珍开始自觉

运用今文经学的 “微言” 来 “讥切时政 , 诋排专制” , 成为今

文学派的一位健将。然而 , 与庄存与、 刘逢禄不同 , 龚自珍

虽 “以 《公羊》义讥切时政” , 却并不奉 《公羊》为金科玉律 ,

也不胶著于师法家法。即使是对 《公羊传》 和公羊学大师何

休 ,也敢于提出异议。他说 : “公羊氏失辞者二 ,失事实亦二 ,

何休大失辞者一。庆父弑二君 , 罪百于牙 , 鸠牙也是 , 逸庆

父也非 ; 逸庆父是 , 则鸠牙也非。二者安所据? 赵盾匿穿 ,何

以书弑? 二者安所别? 周公诛管、 蔡 , 季友得匿庆父 , 二者

安所正? 一以为道 , 一以为律 , 皆异吾所闻。”72对今文经学

的一些糟粕 , 如西汉的好言五行灾异、 东汉的以谶纬附会经

义等 , 都持批评态度。龚自珍研讨公羊学 , 汲取的是公羊学

关注现实政治的 “微言” 精神 , 着重阐发的是 “公羊三世

说” 的变易进化史观和 “三统” 因革损益的改革思想 , 并将

之作为讥切时政、 诋排专制、 呼唤 “更法” 的思想武器。他

继承并发展了庄存与、 刘逢禄 “通经致用” 的学风 , 进一步

主张要 “通乎当世之务” , “不必泥乎经史”。 他说: “人臣欲

以其言裨于时 , 必先以其学考诸古。不研乎经 , 不知经术之

为本源也 ; 不讨乎史 ,不知史事之为鉴也。不通乎当世之务 ,

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、 孰亟、 孰可行、 孰不可行也。”73

他本人身体力行 , 究心于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即 “天地东

西南北之学” 的研究 , 为倡导嘉道年间学风的转变作出重要

贡献。龚自珍经世致用的主张和实践 , 恰恰反映了今文经学

由发挥经义到议论时政这一历史性深刻变化。 清人张维屏

说: “近数十年来 , 士大夫诵史鉴 , 考掌故 , 慷慨论天下事 ,

其风气实定公开之。”74梁启超在 《清代学术概论》 中也说 ,

“今文学派之开拓 ,实自龚氏”; “晚清思想之解放 ,自珍确与

有功焉” , 都十分准确地概括了龚自珍的学术地位和影响。

魏源是与龚自珍齐名的今文学健将 ,和龚自珍一道同受

《公羊春秋》于刘逢禄。两人感情深厚 ,对学术思潮变迁和所

处时代的看法也不谋而合。所不同的是 , 与龚自珍具有强烈

批判精神、 锋芒毕露的风格相比较 , 魏源的著述学术色彩更

浓。他著有 《公羊春秋论》、 《董子春秋发微》、 《两汉经师今

古文家法考》等今文学专著 , 来反驳钱大昕等汉学家对 《公

羊传》的责难 , 阐发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 , 张大了今文学

派的声势。 他在 《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》 中明确指出:

“今日复古之要 ,由训诂、声言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 ,此齐一

变至鲁也 ; 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 ,贯经术、政事、

文章为一 , 此鲁一变至道也。”75借 “复古” 的名义 , 推动当

时的学术思潮从重考据的古文经学 ,向强调发挥微言大义和

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转变。和龚自珍一样 , 魏源阐发今文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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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的微言大义 , 也重在发挥 “公羊三世说” 的变易进化史观

和 “三统” 因革损益的变革思想 , 来论证变法的必然性和迫

切性 , 呼吁变法。他说: “五帝不沿礼 , 三王不袭乐”76 , “天

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 , 无穷极不变之法 ,无不除弊而能兴利

之法 , 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”77。“变古愈尽 , 便民愈甚”78。

魏源一生 ,孜孜于经世致用之学 , “尤悉心河道水利 ,海防边

防 , 上下古今而明究其得失”79。 他曾入贺长龄、 陶澍幕府 ,

佐其革新旧政 , 于漕、 盐、 河、 兵诸大政多有建策。 他着意

研究当代史 , 撰写了直面时政的 《圣武记》 与 《道光洋艘征

抚记》。他以满腔爱国热情研究域外史地 ,完成了面向世界的

《海国图志》 ,并鲜明地提出了 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口号 ,深

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思想。著名史学家齐思和先生在评

价魏源的学术地位时说: “晚清学术界之风气 ,倡经世以谋富

强 ,讲掌故以明国是 ,崇今文以谈变法 ,究舆地以筹边防 ,皆

魏氏倡导之 , 或光大之。”80这的确是富于眼力的概说。

正是通过龚自珍和魏源的创造性改造 ,嘉道之际复兴的

今文经学才逐渐脱离经学的束缚 ,而与改革封建弊政、 变法

图强的经世思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,成为倡导经世致用学风

的一支生力军。而肇始于乾嘉之际的经世实学 , 也由于这支

生力军的加入而蔚为大观 , 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。

其显著标识 , 便是以龚自珍 、 魏源 、 包世臣、 林则徐为代表

的道咸经世派的形成与崛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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